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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上海疫情期間社區團購研究

楊涵庚、王琢玉

摘要

社會基礎設施這一研究視角關注不同空間憑藉其自身特性、工作

方式能夠孕育何種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從這一視角出發，本文以上

海疫情爆發期間的團購活動作為研究對象，關注社區微信群如何發揮

社會基礎設施價值，並特別聚焦於目前我國社區社會關係淡漠、社會

資本稀疏背景下的合作抗災實踐。研究發現，這些社區微信群發揮了

「線上街道」的價值，幫助社區成員形成基於地域信任的弱關係來開展

團購協作。弱關係中含有豐富的橋接型資本，進而提升了社區信息收

集和處理能力以克服上海疫情期間「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的失調。

在團購實踐進程中湧現出了社區公共人物，社區成員的公共意識提

升，社區中的弱勢群體更好地得到了保護。並且，藉由微信的平台屬

性，微信群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在修復上海疫情中物流基礎設施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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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動了微信平台的基礎設施化。本文強調在數位媒介於社會各領域

飽和，越發打破線上線下空間二分的背景下，研究微信群等社交媒體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在調和線上與線下空間關係方面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基礎設施、新冠疫情、微信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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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search Article

WeChat Groups a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Group Buying in Shanghai 
During the Epidemic 

Hangeng YANG, Zhuoyu WANG

Abstract

Research 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focuses on the kind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nurtur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diverse 

spaces. Based on this focus, this study explored group buy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epidemic outbreak in Shanghai and focused on how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exemplified the value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specifically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disasters in the context of in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rse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unity WeChat groups played the role of “online streets” and 

helped community members form weak-ti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geographical 

trust in collaborating to make group buying. The weak-tie relationships served 

to bridge capital, thus enhancing the community’s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reconciling the dysfunction of “space of flows” and 

“space of places” during the epidemic in Shanghai. Public community figures 

emerged from the group’s buying process, raising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community members and better protecting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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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as a 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 WeChat group contributed to the 

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the WeChat platform while repairing the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during the epidemic in Shanghai.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groups, as a form of 

social infrastructure in reconciling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dichotomy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 is increasingly dissolved with 

the saturation of digital media in all spheres of society.

Keywords: social infrastructure, COVID-19, WeChat group,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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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22年3月28日起，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篩

查，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先行進行封控，4月1日起，對浦西地區實

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自此，上海的住宅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要

求所有人員足不出戶，人員和車輛只進不出。保障基本生活必需的外

賣、快遞等實行無接觸配送，不得進入住宅小區（澎湃新聞，2022a）。

後上海陸續劃分封控區（「區域封閉，足不出戶，服務上門」）、管控區

（「人不出小區，嚴禁聚集」）、防範區（「強化社會面管控，嚴格限制人

員聚集規模」），2022年6月1日零時起，上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

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澎湃新聞，2022b）。文中的「上海疫情」

也指這一時間段。

疫情期間的封控極大地改變了上海居民的生活方式，首要變化是

社區對於居民日常生活重要性的顯著提升。對於上海疫情封控中的居

民而言，他們不僅需要通過社區居委等環節進行核酸檢測、登記取

藥、了解社區疫情情況，並且也需要與其他社區居民以物換物、合作

團購來共渡難關。然而，對於大都市的許多居民而言，社區此前只不

過是他們工作生活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甚至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熊

易寒，2019；謝靜，2019），因此在疫情之前，社區居民之間的社會交

往和合作極為有限，人際關係稀疏和社會資本淡漠成為了很多社區 

的常態，這也給疫情期間社區居民之間必要合作的開展帶來了極大的

挑戰。

另一重要變化則是上海疫情封控期間購買物資的困難性超出預

料。由於無法外出購物，市民在封控初期自然寄希望於各大生鮮電

商，然而由於需求的快速上漲和生鮮電商平台不少員工被封控管理等

原因，導致末端運力不足，進而出現了「買菜難」的情況（沈欣悅，
2022）。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流行一定程度彌補了如上困境。社區團購

指居住在同一個社區或臨近社區的居民，通過與供應商溝通，約定起

送份數後進行的採買行為。由於集中了同一社區的訂單從而減少了運

力需求，允許靈活商定送達時間從而給予上海疫情中的企業更多準備

時間等緣故，社區團購開始成為封控期間上海市民買菜的主要方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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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曦，2022）。社區成員依憑並建立了一系列社區微信群組，進而在線

下空間活動受限的情況下，完成尋找參團成員、統計購買人數、協調

取貨時間和取貨方式等一系列團購環節。
Klinenberg（2018）意識到，社會資本的培育和社會聯繫的形成往往

需要依靠特定的社會交往空間，並與這些社會交往空間的特性和工作

方式息息相關。在災難期間，這些空間在促成社會合作、保護弱勢群

體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價值，這些空間被他命名為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在社會基礎設施的研究中，學者更關注公園、商店等

物理空間的重要性（Klinenberg, 2018; Latham & Layton, 2019; Layton & 

Latham, 2022）。但疫情封控期間，居民在物理空間中活動受限的情況

下，同樣需要形成社會資本和社會聯繫來促成抗疫協作，因此，本文

從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購活動出發，探索社區微信群在災難期間發

揮社會基礎設施價值的潛力，即經由這些社區微信群，社區成員此前

既有的社會聯繫如何得到改變，進而如何幫助社區共渡難關，這一過

程又與微信的平台屬性和「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Plantin 

et al., 2018, p. 295）有何關係？

文獻綜述

災難與社區

在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1992, p. 27）的定義中，災難指「對社會運作的嚴重破壞，造成

廣泛的人員、物質或環境損失，超出受影響社會僅使用其自身資源應

對的能力」。美國災難社會學家Quarantelli（1987）認為，災難與社會的

系統脆弱性息息相關，不過，通過社會各方面的有效努力，社會也可

以形成一種韌性來盡可能地降低災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恢復社會的

正常運行（高恩新，2020）。

在2022年上海爆發新冠疫情期間，以住宅小區為單位的封控成為

了人們生活的常態，因此災難與社區的關係成為了本研究關注的問

題。災難研究早已認識到，社區成員經常一起工作，從災難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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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存和恢復（Norris et al., 2008; Quarantelli & Dynes, 1977; Ullberg & 

Warner, 2016）。災難首先是地方性的，是地方社區直接經歷的複雜事

件和過程，當地社區處於災難第一線，必須處理災難的悲劇和多層面

的後果（Oliver-Smith, 1999）。在對美國密蘇里州颶風、土耳其馬爾馬

拉大地震、日本福島核電站洩漏等不同災難的研究中發現，由於物質

資源有限、救援隊等外界援助可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到達現場等原

因，許多災民第一時間受到的援助往往來自當地的其他受災者（Aldrich 

& Meyer, 2015; Quarantelli, 1960; Twigg & Mosel, 2017）。在社區抗擊災

難的過程中，社會資本網路首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區的優勢也在

這裏突顯，社會資本提供了獲得各種資源的機會，包括信息、援助、

財政資源和兒童護理以及情感和心理支援，其中較高的結合型社會資

本（bonding capital）可以轉化為居民之間更多的信任和更廣泛的規範；

橋接型資本（bridging capital）則有助於獲得異質性的資源和信息（Chu 

& Yang, 2020; Aldrich & Meyer, 2015）。其次，社區居民在地域上的鄰

近性也方便了居民們展開合作自救（Norris et al., 2008; Ahmad et al., 

2022），在外界援助無法到達時，內部互助成為可以獲取的唯一救助途

徑，乃至出現了社區居民使用共同的資源，分享、交換和贈送禮物的

「餘震經濟」（aftershock economy）（Imperiale & Vanclay, 2016, p. 210）。

同時，研究社區與抗擊災難的關係時，不應將目光僅僅局限於社區之

內，也應關注社區內外各類成員和機構之間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如研

究發現，社區恢復計劃（community resilience initiatives, CRIs）的形成不

僅僅與社區內成員之間的互助溝通有關，也與社區外的政府、非政府

組織和大學等機構有著密切關係（Fransen et al., 2022）。

在我國，社區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和管理單元（陳娟、甘凌博，
2022），自1998年的住房改革以來，我國的社區從「單位制」社區走向

商品房社區，封閉式的商品房社區開始成為城市主流的居住形態（熊易

寒，2019）。上海疫情期間的隔離管控大部分都是基於封閉式社區進行

的。對比過往研究，這一社區形態變化延伸出了社區抗擊災難的新問

題：即我國伴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人口流動的多元分化，商品房社區

中成員的異質性較高，社區成員彼此之間的聯繫和對社區活動的參與

都相對有限（張振、楊建科，2017；賀霞旭，2019；蔡禾、賀霞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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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社區成員也趨向於原子化，相互之間社會資本稀薄，信任程度

不高。尤其是上海疫情期間的管控雖然以社區為單位進行治理，但是

多數居民都保持一種「足不出戶」的狀態，社區成員儘管在地域上臨

近，但互助交往卻大大受限，甚至可能因疫情進一步加劇本就原子化

的社區成員之間的恐慌和不信任（田毅鵬，2020）。學者閆岩（2021）認

為互聯網便利了災民恢復各種既有的社會聯繫，使得以空間地理為基

礎的社區自救更為便捷、順暢，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社區成員的

活動或許將更為依賴各種社交媒體技術。而近年來興起的社會基礎設

施的概念同樣關注社區中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如何通過特定空間得

到培養，進而更好地應對災難的問題。因此，本文以社會基礎設施的

視角關注上海疫情期間的社交媒體實踐，試圖回答這一問題：上海疫

情之下，社交媒體是如何幫助社區成員從物理條件的封控中建立聯

繫，進而走向一種互助合作的物流實踐的？

社會基礎設施與社交媒體平台

何謂基礎設施，Larkin（2013）認為，基礎設施是建成的網路，促

進貨物、人或思想的流動，並允許它們在空間上交換，而「城市的真相

就在流動中」（Kostof, 1992, p. 305）。從這個角度來說，基礎設施沉入

其他結構、社會安排和技術的內部（Star, 1999），形塑和支援著城市的

日常生活方式。談及基礎設施，人們常常想到硬性的、耐用的和運行

良好的系統或者服務，比如電網、水利、道路等等（Edwards, 2003）。

當然，基礎設施也包括連接各種異質性系統的分類標準、規則等（唐士

哲，2020）。不少學者認為，當基礎設施穩定運行的時候，它往往是

「黑箱化」的（格雷厄姆、馬文，2020：19），對於用戶來說是不可見的

（張磊、賈文斌，2021；Star, 1999）。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關注由於災難、欠發達等原因導致基礎設施

支離破碎，運行不穩定、不標準時，大量的人類工作是如何促使基礎

設施發揮作用、乃至在一定情況下如何替代更典型的硬性基礎設施系

統的（Anand, 2011; McFarlane & Silver, 2017）。學者Klinenberg（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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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當發生重大災難時，無論如電力、交通網絡等硬體基礎設施的

技術或設計多麼複雜，災難對其的影響都不可能被完全預防，此時，

人們更需要建立社會聯繫來應對正常社會生活的中斷，而這種聯繫的

建立需要特定的空間作為基礎和支撐。進而，Klinenberg（2018）提出了

社會基礎設施的概念，社會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聯繫創造條件的空

間、設施、機構和團體網路，如圖書館、學校、公園等允許人們聚在

一起、進行各種交往活動的物理空間（Latham & Layton, 2019）。社會

基礎設施這一概念關注的不是作為社會整體的城市，而是社區和街道

的集體公共生活，Klinenberg（2018）在書中引用Dewey（1946, p. 213）

的觀點：「社會聯繫的前提是密切而直接的交往和依戀的活力和深

度」，並認為這種交往和依戀的形成正是因為人們基於社會基礎設施展

開的集體公共生活。同時，通過這樣的交往也可以產生「社會剩餘」

（social surplus）：即從社會基礎設施的共用使用中，社會成員有可能形

成公民文化和集體生活的品質（Amin, 2008, p. 8）。學者們考察了市

場、咖啡館、公園等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物理空間是如何憑藉自身特

性促進了不同種族、貧富狀況的多元人群展開有效的社會交往，形成

社會聯繫（Jones et al., 2015; Koch & Latham, 2012; Layton & Latham, 

2022），這些研究也體現了社會基礎設施研究的視角—即探索這些

空間本身的特性及工作方式，考察這些空間接納／排斥了哪些群體，以

及這些空間促成了怎樣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

通過社會基礎設施培育的各種社會資本和社會聯繫，能起到強化社

區韌性的價值，對於社區抵抗災難有著重要意義。例如在芝加哥的熱

浪中，弱勢人群能否生存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他們能否使用社區和街道

中一系列安全和有效的公共和準公共空間（Klinenberg, 2015, 2018）。 

這些空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有助於支援安全的社會生活，比如

給予弱勢群體空調等服務、幫助他們互相聯繫、互相照料等等。然

而，新冠疫情中封控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在於物理空間成為一種不可多

得的資源，社區成員必須依靠社交媒體等線上手段形成聯繫。本文針

對疫情的研究試圖對話社會基礎設施這一概念，並對其進行延展。儘

管提及了幫助性少數、難民等群體建立社會聯繫的案例，Klin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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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總體上認為社交媒體難以成為有效的社會基礎設施，因為脫域

的社交媒體中的社會交往與街道和社區等物理空間中的社會交往是對

立的，並且個性化推送等技術往往加劇了信息繭房和社會撕裂等問

題，無助於異質性社會成員開展社會交往。他缺乏考慮近年來伴隨著

一些社交媒體平台化的進程中，社交媒體已經滲入社會的方方面面，

作為一種基礎設施，以其自身的性質改寫了既有的現實空間和社會關

係（孫萍等，2021）。新冠疫情期間，各種「平台」作為基礎設施，在協

助家庭、政府、企業以及社區應對疫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席志武、

李輝，2021）。

微信是社交媒體平台開始走向基礎設施化的最典型例子之一，一

方面，微信憑藉其熟人社交的底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社會關係中，

進而實現了用戶線上線下生活場景的高度融合，使用戶的學習、工作、

公共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於微信群等空間開展。另一方面，微信

不僅強化自身社交、二維碼、支付等功能，並且正如Andreessen（2007）

指出，平台首先是一種可程式設計的基礎設施，微信通過開放自身的

可程式設計性（即提供API介面）（束開榮，2020），使得政府機構、企

業以及社會組織等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小程式以及協力廠商應用等

方式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活動，微信平台上海量的用戶以及其中寶貴的

強弱社會關係，成為吸納這些行動主體進駐其中的原動力之一。微信

也在這一過程中，憑藉自身的底層控制結構，吸納不同行動者在平台

之上源源不斷產生的數據，通過這些數據實現其價值的增長和邊界的

不斷擴張，如今，微信已經作為一種跨越了社交、商業、新聞等諸多

領域的社交媒體平台，具有超強用戶吸附性（Chen et al., 2018）。對於

用戶來說，買東西要用微信支付、做核酸要靠微信的核酸碼、辦事要

靠政務小程式，微信成為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改寫著社

會各領域的運作形式，因此，以微信為代表的諸多社交媒體平台已經

不僅僅是Klinenberg在過去所談論的脫離物理環境的虛擬關係遇會場

所。以社區為例，社區在傳播中構成（謝靜，2015），而當一種新的媒

介平台不斷滲入社區的日常生活時，社區的邊界、組織形態、交往方

式等性質也必將被改寫，比如，社區成員可以在社區微信群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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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分享微信公眾號的新聞信息、利用小程式和協力廠商應用程式展

開交易等方式進行社會交往。在上海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已經有研究

注意到微信群在應對社區公共事件、開展商業活動方面的價值（邵春

霞，2022；Chu & Yang, 2020）。

因此，考慮到社會基礎設施對於街道和社區的社會交往及災難應

對的重要意義，以及社交媒體平台不斷基礎設施化的背景，本文以促

成社區團購開展的社區微信群組為研究對象，將依次回應如下問題：

這些微信群組如何在既有社區的基礎之上形成新的社會交往空間？這

一空間有何特點？這些群組是否帶有社會基礎設施屬性，從而有助於

社區成員培養社會聯繫，進而面對災難展開有效的社會合作？這些微

信群組與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有何區別、與社交媒體的平台屬性

和基礎設施化進程又有何關係？本文選擇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購作

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首先，上海疫情期間「足不出戶」成為常態，

傳統意義上社會基礎設施理論所倚仗的物質空間變得不再可得，但團

購的開展又需要居民建立有效的社會聯繫、形成社會資本，因此社交

媒體在此期間的重要性得到突顯。其次，團購不僅僅牽涉到社區居民

線上的溝通，也涉及線下物資的流通和運輸，並且在團購開展的過程

中，以「快團團」、「拼多多」為代表的小程式開始扮演了重要角色，因

此，以團購為研究對象，有助於進一步探索社交媒體在線上線下高度

融合的背景下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潛力和特性，及其與社交媒體的平

台屬性及基礎設施化進程之間的關聯，這一研究對象對於本文的研究

問題具有典型性。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圍繞自2022年3月28日開始，上海市以黃浦江為界分區

分批實施核酸篩查，直至同年6月1日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期間所

進行的上海社區團購活動。在社區團購開展的過程中，團長這一角色

需要聯繫外部貨源並與社區成員聯繫協作，往往處於一個同時能夠了

解社區內外情況的特殊位置，因此，2022年5月至9月期間，研究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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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團長進行了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採用滾雪球的方法尋找受訪對

象。其中，有九名團長表示自疫情封控初期至上海6月1日有序恢復住

宅小區出入的這一段時間裏，幾乎一直參與到社區團購的工作中去，

他們提供的信息有助於研究者了解團購活動開展的全貌。所有訪談以

線上方式進行，時間集中於35分鐘至70分鐘不等，主要問題圍繞團購

的開展集中於兩部分：一是社區團長如何聯繫到外部貨源並將信息帶

入社區微信群中，二是社區微信群的建立及社區成員在其中協作互助

的情況。此外，為了了解通過上海疫情期間的團購活動社區成員之間

建立的聯繫和紐帶在封控後情況如何，研究者於2023年3月至5月對其

中的10名團長進行了回訪。同時，在整個研究週期內，研究者還對30

名參與疫情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團員進行半結構化的訪談，希望能夠

補充研究的視角，訪談時間集中在25分鐘至60分鐘不等，問題主要集

中於疫情封控中及解封後，社區成員圍繞團購在社區內部的聯繫和互

助情況。在選取受訪對象時，本文考慮了團長及團員所在城市區域以

及居住社區類型的多樣性因素。受訪者分別來自上海浦東、楊浦、青

浦、長寧、閔行、徐匯等區，社區類型涵蓋公寓型、內環弄堂型、商

品房及以老公房為主的老舊社區。居住在老舊社區的受訪者普遍表

示，社區中老年人口較多，在封控中如何幫助使用手機不便的獨居老

人獲取物資是社區面臨的一大問題。

社區微信群：「流動空間」中的「線上街道」

微信是中國用戶數最多的APP之一（艾媒諮詢，2023），並且微信

如基礎設施一樣（Plantin & de Seta, 2019），成為用戶日常生活、工作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微信也就自然成為了上海疫情中用戶在組

建群組建立聯繫時的首要選擇。微信群只能通過好友邀請、掃群邀請

碼等方式添加，因此這些群組往往建立在各種預存的社會聯繫之上，

具有邊界的可控性的同時，也可以藉由這些社會聯繫快速擴散。上海

疫情爆發初期人們進入社區微信群組的主要方式有三種，一是通過社

區成員之間的相互介紹和邀請，其中如社區居委工作人員和樓組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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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人物，因為職責原因（如組織檢測核酸等），能在封控期間接觸到

大量社區居民，因此在社區群組的擴散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

正如多位受訪者表示，疫情爆發初期一些社區居委工作人員、樓組

長、個體群主等選擇將社區群的二維碼列印張貼至社區公告牌、樓洞

口等醒目位置，供社區成員在封閉前數日及封閉後在進行核酸檢測等

活動的下樓間隙來添加，加快了群組的擴散速率。三是也有少數社區

在疫情封控前就有部分社區成員參與的社區群，疫情初期則以這些群

組為基礎形成了更大規模的社區群。借此，在上海疫情期間，社區中

的個體雖然被封閉在家中，卻經由大大小小的社區微信群為仲介，形

成一套在封控時社區居民之間廣泛聯繫、及時通達的信息網路，居民

獲取疫情信息、團購、尋求幫助等日常生活的種種活動也需要在社區

群中開展。而團購群則是這些群組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報導，

在疫情封控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社區團購已成為上海市民主流的買

菜方式之一（楊錦曦，2022）。

雅各布斯（Jane Jacobs）（2006：104）認為，「即使對於一個最具城

市化的人來說，不管在街道外面有多少選擇，他們的日常生活仍然依

賴於他們所在的街道」，而社區鄰里之間社會聯繫的生成和社會資本的

累積則與人們在這種日常生活中更平凡的互動有關，通過這種互動，

有助於形成街道上「公共尊重和信任的網路」。因此，街道可以視為城

市鄰里層面發展的一種催化劑，也就具有了社會基礎設施的屬性。而

疫情封控期間，成為了開展社區互動重要空間的微信群有著與街道相

似的特性。具體來看，瓦爾（Martijn de Waal）（2018）總結雅各布斯的

觀點，認為街道之所以能支持社區鄰里在日常互動中培養社會聯繫和

積累信任，主要是因為以下特性，而這些特性同樣在社區微信群中浮

現出來。首先，街道要成為一個居民經常相遇和會面的平台，並且居

民必須有理由使用潛在的聚會場所，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斯強調這

種街道中社區居民的日常活動應具有向不同收入、種族、教育背景的

街道成員的開放性。而社區微信群不僅承載了團購、信息交流等諸多

封控期間的社區居民的活動開展，也有著向社區背景多樣化的成員開

放的特性，因為微信團購群需要湊夠團購起送的固定訂單份數、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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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員擁有的豐富社會資源來獲取更多團購渠道。再者，需要有效

的「過濾機制」來幫助社區關係和信任的蓬勃發展，在這其中一些可識

別的「公共人物」在鄰里間也發揮了積極協調的作用。在疫情封控期

間，許多社區微信群呼籲群成員將自己的暱稱改為自己所居住的樓戶

號，來進一步強化通過已有社會聯繫來添加的社區微信群的邊界感，

濾去社區生活無關人員，在社區群建立伊始，團長、志願者等作為社

區活動開展的關鍵人物，在社區群中也發揮了協調社區成員關係和維

持群秩序等相關作用。最後，街道在「鄰里的私人、地方和公共空間之

間達成某種統一是很重要的」（瓦爾，2018：23），需要避免社區居民參

與社區生活的時候被過多干涉個人生活從而產生不愉快，保障多元化

的鄰里之間相互尊重和包容差異。而在團購群中，多元化的群成員之

間的溝通主要是為了合作來更好地促成團購活動開展，因此他們很少

也不需要互相問長問短，探聽別人隱私。因為這些特性的相似性，社

區微信群具有發揮「線上街道」的價值以及支持疫情封控期間的社區生

活中社區成員之間交往協作的潛力。

但是，僅僅是傳統的社會基礎設施很難幫助封控中的上海居民採買

更多的生活物資，原因在於，封控中居民購買物資的主要挑戰來自城市

物流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從而導致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和「流

動空間」（space of flows）（卡斯特，2001：468）兩者之間關係的失調。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2001：569）認為，在「網路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中，形成了經由信息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所支撐的、跨越地域在同一時間聚攏社會實踐的「流動空

間」，這一空間將地方的邏輯和意義吸納其中。但處於疫情封控中，

「地方空間」和「流動空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是信息傳播和交通資源的不對稱性。一方面，在疫情封控初期，以盒

馬、叮咚為代表的大型電商平台，以及以上海發布及各區發布、一些

大型食品品牌公眾號為代表的傳播者，雖然有著豐富的信息傳播資源

和渠道，能夠將物資購買的有關信息廣泛撒播出去，但是，當這些平

台的信息廣泛觸達受眾時，這些平台卻沒有相應的運力資源來滿足受

眾的物資需求，因此這些信息的傳遞在真正轉化為物資的保障時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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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困難，這也導致了這些運力不足的電商平台及大型食品公司不得不

根據運力局限、搶購先後等情況分配購買名額，最終居民所感受到的

就是封控區域買菜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疫情封控初期，一些農

戶、供應商、社區店等分散的、擁有保供資質和運力的貨源，卻因為

缺乏如受到廣泛關注的微信公眾號、平台等信息渠道來有效地和社區

居民對接，導致物資流通受限。因此，伴隨著疫情期間的大範圍封

控，「流動空間」無法有效地將「地方空間」完全納入自己的邏輯之中，

那麼，「線上街道」催化了社區怎樣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的形成，又

是如何作為仲介調和「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之間的關係呢？

社區群中的社會聯繫：從基於地域的弱關係出發

卡斯特（2001：444–445）認為，「互聯網特別適於發展多重交疊的

弱紐帶」；弱紐帶正適合促使具有不同社會特徵的人群相互連接，使人

們的社會交往得以擴展。在訪談中同樣發現，社區團購群中很少擁有

如親戚或友情這樣的強關係，這也與我國的住宅小區中社會成員之間

原子化程度較高、社區成員背景日趨多元的情況相符。但是，由於疫

情封控導致居民生活大幅回歸社區以及共同面臨的外界壓力風險，使

得居民在社區團購群中的交往也變得格外頻繁，因此這些作為「線上街

道」的微信群組加速催化了社區居民之間的弱關係，並且，與卡斯特所

說的弱紐帶的不同之處在於，社區團購群中的成員雖然以弱關係為

主，但是由於同在一個小區的地域基礎，更容易培養彼此之間的信

任，這種信任幫助社區居民在應對團購的時候更為放心，社區成員不

僅在線下，在微信群中也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有甚麼事情就可以找

到負責人，正如團長4談到，「社區是個小社會，你住在哪我都清楚

的，不清楚打聽幾個人也就清楚了，所以這個時候相對來說會有一些

自律」。

弱關係中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橋接型資本（Granovetter, 1973），而橋

接型資本能夠提供各種資源（Aldrich & Meyer, 2015; Chu & Yang, 

2020），微信團購群中的橋接型資本提供的兩種類型的資源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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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當上海疫情期間商家尋求與社區建立聯繫，而社區需要購買渠

道的情況下，本就多元化的社區微信群組成員將自身豐富的關係網絡

中對團購有幫助的部分（如從事餐飲、零售等行業的社區成員擁有的工

作關係、一些社區成員的熟人提供的團購渠道等）帶入社區微信群組

中，使社區群組在不至於混入過多社區外的人員導致基於地域的信任

被破壞的情況下，吸納團購渠道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強，比如團長14、
19表示：

因為我在百貨行業，然後我之前比較喜歡交朋友，所以基本上可

能很多種圈子能幫上忙……比如我就幫助一些商超來搭網，進而

幫助很多團購的資源進入社區。（團長14）

後來我就聽說（某大型商超）可以一對一的對周邊的這種小區進

行特供，然後我剛好平時是在這家商超裏的一家瑜伽館裏面練瑜

伽，我就問館長能不能幫我推薦一下商超的店長的微信，然後就

聯繫上了。（團長19）

尤其在疫情封控初期，由於貨源渠道不穩定、社區缺乏團購經驗

等原因導致社區購買物資的價格和品質不穩定時，一些擁有更好的貨

源和團購渠道的社區成員為了滿足自身和鄰居的需要也分享了自身的

渠道來提升團購的品質，比如團長6表示，由於封控初期自己買到了一

批品質非常差的蔬菜以及了解到一些團購的渠道存在貨源風險：「外部

一些有通行證的司機會賣一些用塑料袋包裝的散稱豬肉，完全是沒有

資質、沒有檢疫報告的，因此也不敢吃」，從而決定去聯繫更加放心的

團購渠道並作為團長開啟團購。

但是，僅僅有信息是不夠的，團購的達成不僅需要購買人數達到

起送份數，在一些場景下，也需要社區內的不同成員貢獻團購各環節

需要的資源和優勢，如帶孩子的全職家長擁有時間靈活性優勢、年輕

人對社交媒體的擅長及體力的優勢、其他群成員可能擁有的資源和閒

置時間等等。隨著團購活動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居民在協作中也樂於

分享自身的資源和能力，比如團長3的社區中有成員通過幫忙製表來支

持團購活動，而團員16表示，團購過程中一些小拖車、袋子也是需要

鄰里之間協調的：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07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在群裏面大家都會說你這樣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太辛苦了，我

來幫你弄個表，大家鄰居都互相理解一下，在表單核對一下各自

的信息，看看自己要的物資有沒有少的多的。（團長3）

團購的一些其他的配套設備可能要互助，比如說小拖車這些東西

……團購的那些菜到小區以後是一堆的需要分發，甚至連塑料袋

都是要協調的。（團員16）

經過短時間內多次團購合作，一些參與團購的社區成員之間的關

係也從弱關係進一步發展，配合更為嫻熟並對各自的能力和為人更加

了解，進而，這些「線上街道」在團購協作中形成了更多的相互尊重和

信任，藉由這種尊重和信任，一些社區出現了基於不同社區現狀、更

為組織化和模式化的團購運作。比如團長19所在的社區就形成了一個

比較固定的團購志願者體系：「我們的團購志願者發展成了一批固定的

人，一棟樓是一至兩名志願者，如果物資比較多的話，這兩名志願者

再找自己樓棟內部的一些其他志願者過來幫忙」。這些團長和志願者不

僅共同協作，也開始共同承擔責任，「有了固定的人員以後責任就比較

好落實，如果分發到居民手中的物品出了問題，最後團長、志願者都

是要承擔一部分責任的」。並且，這些「線上街道」湧現出了「街道公共

人物」，即對於公共事務有著足夠的興趣，經常與眾多人群接觸的人

物，一些公共人物還身懷各種特殊技能（雅各布斯，2006：60–61）。在

以這些公共人物為中心的努力下，其所在社區的團購開展變得更加系

統，比如以團長4為代表的一批熱心團長在社區建立了「團長的團長」

機制，制定社區團購自律規則並指導其他團長進行消毒等團購操作：

我參與了幾次團購發現了一些問題之後就把它優化了，形成一些

流程，然後我在在線共享文檔建了一個群，大家都可以看，並且

做了排期表，這樣大家就知道聯繫人該找誰，物業該找誰，車子

該找誰。

團員26則因為自己的職業為工程師，對管理流程感興趣，因此牽

頭制定了社區的「社區團長須知」、「商品派發明細清單」、「團購取貨流

程」等組織公約，而居民相互之間的尊重和共識則促進了這些公約的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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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團購方面）要導入一下與公司管理方面相對應的一個機

制……這些東西都只是一個公約，沒有強制的手段一定要執行，

也是需要居民們去配合的。

除了社區團購的流程隨著社區成員的熟悉而不斷優化和完善之

外，社區成員也開始以團購相關的活動為契機彼此溝通，進而發展出

更多互助行為，比如像受訪團員29提到的，「（鄰里之間）有換過東西，

然後還有買多了可能會分一分」。團長6在互助中體會到了社區居民的

多元性：「發現小區裏面隱藏的大神有開飯店的，他會分享很多東西的

做法，有開理髮店的可以幫大家剪頭，然後各行各業的人出來了，幫

助大家解決了很多事情」。

並且，Klinenberg（2018）認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價值在於

當災難來臨的時候能夠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支援和保護，人們在日常

生活中通過基於社會基礎設施所形成的相互聯繫和關心能有效降低災

難期間老年人被遺忘和忽視的風險。在上海疫情期間，人們同樣通過

圍繞社區微信群的團購生活形成了支持和關心老年人的社會聯繫。為

了使老年人有能力參與團購和購買自身需要的生活物資，一些社區的

熱心成員積極幫助老年人提升使用微信的能力，比如團長14所在的社

區老年人比例較高，因此她談到：「老年群體比例較大會導致有一個問

題，他們不太會在網上開拓物資渠道」。她除了積極聯繫團購以外，還

錄製了短視頻來教會老年人一步一步的完成團購。並且，一些老年人

因為參與團購所習得的相關微信操作技能，也幫助這些老年人在疫情

封控之後更好地運用微信展開日常生活，而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

微信的普及程度。對於使用團購相關的微信功能不方便的老年人，為

了幫助他們有效購買、獲得物資，不同社區也採用了各種方式，比如

團長10表示：「我們這棟樓（高層）我印象中大概有四至五名老人，確

實不會用手機，也不會用微信，最多只能用老人機，那就由他們的子

女幫助他們進行聯絡、團購等等」。而團員27所在社區的一位團長並不

居住在該社區，但以幫助居住在該社區的外公外婆更好地滿足物資需

求為契機成為了該社區的遠端團長，豐富了社區的物資供應。也有如

團長6所在的社區主動統計老年人的物資需求情況：「我們小區就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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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齡大的獨居老人，他們的生活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我們發現老人

不會用『快團團』和『群接龍』之後，立刻就組織去摸排老人的信息，然

後列成表格來幫助老人去訂牛奶」。

綜上，上海疫情期間發揮了「線上街道」價值的社區微信群成為了

一種獨特的社會基礎設施，儘管雅各布斯認為，時間是促使街道中的

社會資本在街道居民的日常交往中積累下來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上海

疫情期間，居民之間在「線上街道」中的交往頻率遠超於居民在日常生

活中對於街道等空間參與的頻率，因此在有限時間內加速催化了一些

社區成員之間關係和信任的發展，這些關係不僅促進了社區團購的組

織變得更加系統化，也推動了社區成員之間互助行為的發生。不過，

儘管受訪者普遍認為，若社區面臨新的外部壓力和風險時，這些微信

群孕育的社會聯繫和資本也可以重新被啟動，強化社區的應對能力，

但是在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後，這一短時間內培養起來的社會聯繫和社

會資本發揮價值的場景也十分有限，儘管個別受訪者提到了改變的發

生：「因為團購的時候，大家在小區群裏面的發言比較多，所以現在對

小區裏面的一些事情如需要改進的現象，過去大家不好意思說，現在

有時候大家就在樓棟群裏或者在小區群裏發個言，接著經常有回饋和

溝通」（團長2），但受訪者普遍認為，上海疫情後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

與社區及鄰里的交集逐漸降低，也有一些租戶搬離社區，居民之間的

關係也隨之越發疏遠，就像團長2接著提到，「當時接觸比較多的人，

現在有時候會在微信上有一些互動，但是也因為時間的推演也又淡了

很多」。同時，一些受訪者也借參與疫情封控期間的團購互助合作的契

機，擴大了個人的交際網路，比如團員26提到，「那時候認識了一批朋

友以後就一直聯繫到現在，等於多了一個朋友圈的範圍」。

並且，與線下的街道及其他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所不同的地

方在於，社區微信群依憑其上培育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不斷藉由

社區成員的人際關係吸納社區外網路中豐富的信息和資源並通過協作

來使其轉化為團購行為，使社區變成一個具有強大的信息收集和處理

能力的節點，進而調和了新冠疫情等災難中由於人員、物資流動困難

而使「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關係失調的情況，更好地促進在一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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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下高度融合的「信息化社會」中的社區生活，這也是探究社交媒體

平台發揮社會基礎設施潛力的意義所在。當這樣的社會基礎設施建築

於日益平台化的社交媒體之上時，社交媒體的平台屬性和社會基礎設

施的運轉產生了相互影響，下文將展開闡述。

實踐的基礎設施：當社會基礎設施與平台相遇

基礎設施是城市穩定運行的基礎，當災難、資金、地區發展水平

有限導致基礎設施失靈時，為了保證城市生活的繼續，人們會圍繞維

持基礎設施的原有功能展開一系列的實踐活動，基礎設施成為了「在維

持城市生活的社會物質關係中連接人和事物的一種實踐」（Lawhon et 

al., 2018, p. 725），即「實踐的基礎設施」。在上海新冠疫情期間，由於

居民被封控在家中，導致城市原有的物流基礎設施無法正常運轉，因

此社會成員也需要圍繞斷連的物流基礎設施形成新的社會組織和實踐

模式，並使其盡可能穩定運轉，進而彌補原有的城市基礎設施的功能

缺失。

儘管封控期間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微信群孕育了大量的社會聯繫

和社會資本，但在團購實踐開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兩方面的困難。首

先，從社區內部來說，團長需要穿梭於不同群組發布自己製作的團購

消息、時刻留意是否有新的成員參與團購、自己製表來統計參與團購

人員的詳細信息以及分別收款等，而這些工作極大地佔用了團長有限

的時間精力。其次，社區團購牽涉到社區如何與外部各類商業主體建

立穩定聯繫，進而修補疫情封控下破損的城市物流系統。但訪談得

知，封控初期社區團長聯繫外界貨源要麼依賴於通過個人關係結識的

零售商、農戶等資源，要麼搶購大型企業、保供單位以及各區微信公

眾號發布的團購物資，然而這兩種模式的穩定性有限，並非所有團長

都有豐富的個人渠道來聯繫社區成員需要的各類貨品。

隨著封控期間社區團購模式的發展，主要以「快團團」（拼多多旗下

的小程式）以及「拼多多」為代表的小程式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社區所採

用。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小程式作為閘道以鏈接的形式穿梭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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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微信群中，促進了封控期間物流基礎設施運行的再標準化，形成

了一種災難中「實踐的基礎設施」。

在基礎設施研究中，閘道指將不同異質性系統連接在一起使其實

現標準化和協同運作，進而形成基礎設施網路的一種仲介轉換機制

（Jackson et al., 2007）。基礎設施往往起源於一些端到端的異質性系

統，再通過閘道不斷連接並標準化這些異質性系統，如電力在成為基

礎設施的過程中需要通過變壓器等技術設備串聯起不同的電網，互聯

網則需要TCP/IP等協定連接不同設備和系統，實現相互相容。而在微

信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過程中，平台的特性在於借助自己擁有的用戶基

數和用戶間關係優勢，通過小程式等閘道開放自身的可程式設計性，

從而將各個行業豐富的行動者吸附於平台之上，其在利用平台的用戶

基數及社會關係網路進行商業等活動的同時服膺於平台底層的技術標

準以及數據流動協議。借此，平台完成了向社會各個行業的拓展。研

究發現，上海疫情期間社區團購從野蠻生長逐步走向標準化的道路也

暗合了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邏輯。

上海疫情封控期間，「快團團」和「拼多多」的好處在於，它們作為

閘道，把微信建構成了一個連接多元的賣家系統和社區團購系統之間

的標準化連接平台。經由這一平台，團長尋找貨源、報價溝通、付款

等端到端的異質性團購流程被這些小程式標準化了，團長只需要在小

程式上聯繫貨源進行溝通，談妥後將小程式鏈接轉發至團購群中，參

與團購的社區成員在小程式中接龍付款即可，或者即便團長有自己穩

定的貨源渠道，也可以經由「快團團」組織團購來省去由於統計團購人

員及其住址、收取團購費用等繁瑣且不穩定的流程，建立標準化的團

購模式。但是受訪者反映，這些小程式並不能完全取代作為社會基礎

設施的微信群組的價值，因為，雖然「拼多多」等小程式允許社區成員

直接點擊社區群中的鏈接，登記自身住宅地址，付款後即可完成團

購，但是小程式並不會幫助使用者協調貨物運送時間、協定卸貨地

點、分揀消毒貨物、通知用戶取貨……換言之，社區團購開展的過程

中仍然需要根據所在社區情況，由團長與參與團購人員協作，通過微

信群協調從發布鏈接購買到組織收貨等一系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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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浮現出了社會基礎設施與微信的平台屬性之

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在上海疫情期間的團購活動中，經由微信小

程式作為閘道，引入了標準化的操作模式來強化將社區群中孕育的社

會關係和社會資本轉化為團長與其他社區成員開展團購實踐的能力，

小程式也提升了社區與外界其他系統建立更為穩定的聯繫的能力，促

成了一種「實踐的基礎設施」來修補由於封控而失靈的城市物流基礎設

施，使城市疫情封控期間的生活也相對穩定了起來。另一方面，基於

微信的平台屬性，這些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微信群所產生的大量社會

關係和社會資本被平台迅速吸納，並使得諸如「快團團」、「拼多多」等

商業主體更加依賴於微信平台，微信也借此強化了自身作為一種基礎

設施在社會環境變化中的適應性，更為深度的嵌入並支持了疫情封控

期間的商業生活和社會運轉。

結論

社會基礎設施這一概念關注如何通過有效的社會空間和場所，來

支援社會成員在參與街道和社區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社會聯繫和社會資

本，進而保護脆弱的社區。通過對20名上海疫情期間的社區團長及30

名參與的團員的深度訪談，本文發現作為「線上街道」的社區微信群組

同樣具有社會基礎設施的屬性，憑藉其基於地域而不囿於地域的開放

性特點和面向多元異質社區成員的包容性特點，推動了疫情封控期間

社區成員的交往，形成了基於地域信任且蘊含豐富橋接型資本的弱關

係，並為封控期間社區團購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在社區微信群建構和

團購開展的過程中，湧現出了社區公共人物，並且社區成員之間的信

任得到了提升、社區的老年人在災難中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些社會基

礎設施因而強化了社區的韌性。同時，這些社區微信群組也在以下兩

方面體現出了不同於物理空間的社會基礎設施的價值，也對未來進一

步研究社交媒體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潛力帶來了啟發。

首先，社區微信群作為一種上海疫情期間的社會基礎設施，不僅促

進了社區成員之間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的形成，而且在不破壞社區微

信群基於地域邊界形成的信任的情況下，將社區成員豐富的個人關係網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13

作為社會基礎設施的社區微信群

絡中有助於社區應對災難的部分帶入社區之內，進而極大地強化了社區

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卡斯特（2001：25）認為在「網路社會」中，信

息的生產、組織和傳遞能力至關重要，而社區群也因此強化了社區的韌

性，並調和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間「流動空間」和「地方空間」的失調情況。

因此，面對線上和線下日趨融合的「信息化社會」（informational society）

發展趨勢，需要將社會基礎設施研究視角從物理空間拓延至社交媒體，

如關注當災難來臨時，社交媒體等新型社會基礎設施如何對線上線下融

合關係的破損進行修復，進而藉由網路彙集資源來保護社區及其中的弱

勢群體，維護正常社會生活的開展。

其次，在災難中，平台之上的社會基礎設施在彌補了其他基礎設

施運轉的同時，也推動了平台基礎設施化的進程。在上海疫情中，微

信的平台屬性與微信群組的社會基礎設施屬性相互影響，一方面，作

為閘道的小程式強化了將微信群組所孕育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轉化

為抗擊災難等實踐活動的能力，進一步彌補了疫情期間物流基礎設施

的斷連，另一方面，微信也迅速吸納了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來強

化平台之上的其他商業等活動主體對其的依附，也推動了自身作為一

種基礎設施來適應社會狀況變化的能力。如今，學者們注意到伴隨著

平台的基礎設施化，平台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聯繫越發緊密（劉戰偉，
2022；張磊、賈文斌，2021；Plantin et al., 2018），但是當疫情等災難

發生時，如何處理好平台的公共利益和商業屬性之間的關係需要展開

進一步的研究，而社會基礎設施這一視角對公共利益的探討為這種關

係的研究帶來了啟發。

本文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不足，值得學者在未來進一步拓展研

究。首先，儘管疫情封控期間團購的風險在社區成員採取的措施和政

府監督中得到有效降低，如社區成員基於地域的信任、社區團購自治

規約的形成、團長們物資渠道的不斷提升等等，政府部門通過實行「三

證」（指上海市商務委頒發的〈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資保障企業證

明〉、上海市防疫保障物資臨時通行證，以及配送人員及貨車司機48小

時核酸陰性證明）等相關規定來加強對團購的監管，但仍出現了一些團

長運用其信息等資源的不對稱優勢來謀取暴利的情況。也有一些團長

反映，開展團購的相關平台缺乏完善處理團購中買賣雙方糾紛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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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和售後的機制，使得團長需要面對的風險提升。並且，一些社區

自治能力的不足導致了居委、志願者、團購居民發生摩擦等情況。因

此，如何有效及時地規約和應對災難期間新興商業模式的風險仍然值

得進一步研究。其次，儘管受訪者普遍表示疫情期間通過團購等形式

協作的經驗有助於社區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壓力，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這些互助中形成的社會聯繫和社會資本能夠發揮價值

的場合相對有限，因此如何在常態下挖掘這些社區中累積社會聯繫和

資本需要進一步研究。最後，不應忽略作為本文研究背景的上海是一

個高度現代化的特大都市，在新媒體技術普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

具有特殊性，同時即便在上海內部，一些較為富裕的社區也在團購選

擇方面有著更多空間，能購買到更奢侈的商品，因此也應進一步關注

當不斷基礎設施化的社交媒體平台嵌入規模、發展水平各異的城市乃

至經濟水平不同的社區中時，將會對城市中微觀的社區成員關係及協

作乃至宏觀的物流等基礎設施系統及牽涉到的相關的政策規定等方面

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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